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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

姚山季,  严    锐,  万    壮,  陈    爽
（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00）

摘　要： 家庭嵌入体现出家庭成员对员工工作的支持程度，有助于提升员工留职意愿。本

文基于工作嵌入影响工作绩效的主线，结合微商工作特点，推演出与微商契合的家庭嵌入这一

拓展维度，引入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这两个中介变量，探索了微商家庭嵌入影响销售绩

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微商家庭嵌入通过强化其

对公司的情感承诺水平来提升销售绩效，微商家庭嵌入能够化解其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强化

对公司的情感承诺水平，从而提升销售绩效。本文拓展了工作嵌入理论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微

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机制，为管理者提升微商销售绩效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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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平台得到广泛普及，

催生出利用各种移动社交平台开展产品销售活动的微商群体（Yang等，2016）。中国互联网协

会微商工作组发布的《中国微商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微商行业总体市场

规模达6 835.8亿，同比增长89.5%，从业人员数量逐年递增，从2016年的1 535万，到2017年的2 018.8
万，再到2019年的3 000万。虽然微商行业发展火热，但在微商的管理过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其

销售绩效一直未得到解决。具体而言，许多微商难以长久从事销售代理工作，销售绩效也就自

然难以提升。对于公司及销售岗位缺乏依附感，已成为微商管理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

如何提高微商对岗位及公司的情感依附，进而提升销售绩效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针对员工对工作及组织的情感依附，Crossley等（2007）引入工作嵌入理论以评估员工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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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依附感。工作嵌入包含工作内嵌入和工作外嵌入，分别代表着促使员工嵌入于工作中的不

同因素，如工作内的依附感、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及社区满意度等（Ampofo等，2018）。就微商

这一群体而言，其本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熟人经济（杨强和申亚琛，2017），目标客户及

新代理的发展对象都是熟人，而家人是熟人圈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家庭网络是微商销售工

作开展的重要关注点，换言之，微商销售活动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网络之中。因此，相较于传

统意义上的工作嵌入，微商的家庭嵌入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作为工作嵌入的一个重要拓展维

度，家庭嵌入与微商这一群体高度契合，是可以反映其工作状态的特殊工作嵌入。家庭成员的

支持对员工持续留在工作岗位具有重要作用（Ramesh和Gelfand，2010）。微商家庭嵌入作为一

种网络关系，反映了微商与家庭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家庭网络相比其它网络，如个人网络更

有利于微商销售，家庭纽带中的社会资本是微商获取更多资源以及理想销售业绩的重要助力，

高家庭嵌入的微商可利用家庭网络开发社会资本，所以，家庭嵌入对微商社会网络扩张与社会

资本开发具有重要影响（Halbesleben，2006；逯野等，2016）。同时，网络化营销组织也支持经销

商从家庭网络中招募新成员，鼓励经销商及其家庭成员共同进入这种商业模式，以家庭纽带为

基础形成新的销售系统（Franco和Gonzalez-Perez，2016）。显然，如果微商工作与家庭紧密结

合，更有可能创造良好销售绩效（Ramesh和Gelfand，2010）。也就是说，家庭嵌入是提升微商销

售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截止到目前，学术界明确开展这一主题的研究还较为匮乏，亟待

突破。

围绕工作嵌入影响销售绩效这一主线，学者们主要是从角色冲突与情感承诺这两个视角

探索影响机制。据此，从整合视角考虑，本文深度探讨角色冲突与情感承诺这两个具有紧密联

系的关键因素在微商家庭嵌入影响销售绩效关系中的具体作用。一方面，基于角色理论，当工

作角色的满足影响家庭角色的满足时，便会产生工作—家庭冲突。在微商销售活动中，移动端

的便利性使得微商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约束，往往在家庭环境中进行，所以，因工作需要而无法

履行家庭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Ng和Feldman，2012），工作—家庭冲突也由此产生。已有研究

证实工作—家庭冲突会负向影响员工销售绩效（马红宇等，2016；Mellor和Decker，2020），对以

家庭网络为主要销售途径的微商而言，这一影响会更加强烈。因此，微商销售绩效的提升有赖

于工作—家庭冲突的化解，这一过程离不开家庭成员对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而家庭嵌入为工

作—家庭冲突化解提供了思路，对于家庭嵌入程度较高的微商，家庭成员更可能接受和认可其

工作。另一方面，情感承诺反映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刘军等，2019），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员工

会表现出对组织的强烈认同感，有助于提升员工销售水平（Schrock等，2016）。换言之，具有较

高情感承诺水平的微商应该更容易取得高水平销售绩效。Wayne等（2006）发现员工的家庭支

持对情感承诺具有正向影响，而微商的家庭嵌入恰恰代表家庭对其工作的认可与支持。此外，

相当多的研究指出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员工情感承诺水平（张伶和张大伟，2006；Lambert
等，2020）。微商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大量交织，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必然存

在。因此，本文引入工作—家庭冲突与情感承诺作为中介变量剖析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

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工作—家庭冲突、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更深入地揭示

其内在作用机制。

本文理论贡献如下：第一，丰富了工作嵌入理论的相关研究。本文以我国微商为研究对象，

从工作嵌入理论出发，推演出与微商群体高度契合的家庭嵌入这一特有维度，进而探讨其对销

售绩效的影响，这从维度拓展视角丰富了工作嵌入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二，探索了微商家庭嵌

入影响销售绩效的作用机理。引入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作为有因果的双中介变量，分析

了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在微商家庭嵌入和销售绩效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从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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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微商家庭嵌入影响销售绩效的作用机理。第三，深化了销售管理研究。作为组织行为领域的

一个重要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可以揭示工作绩效的提升机理。本文将其引入日益重要的微商销

售管理领域，以开展销售绩效的相应影响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销售管理研究。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看，微商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以社交网络为纽带，以移动社交工具为载

体开展销售活动的新型商业模式（Yang等，2016；汤婷，2018；代申，2019；朱国玮等，2020）。从
微观角度来看，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发布的《2016中国微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微

商是指基于人际关系网络，使用互联网移动社交工具从事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或个人。

本文重点研究微商销售绩效，因而将微商定义为基于移动社交平台，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开展销

售活动的从业人员。对代理产品具有依附性是微商的主要工作特点，具体而言，微商既是产品

销售者，又是使用者，往往是产品的忠实“粉丝”，因而，微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以销售为

目的，还有着分享、推广产品的目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依附性并没能很好地促进微商销售，

突出表现在易于离职、业绩不佳等方面。换言之，微商对产品的依附性并没有上升到对职位及

组织的热爱，从而难以转换成高水平销售绩效，这是目前微商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工作嵌入理论为理解员工对工作及组织的依附感提供一个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员工之

所以会对工作及组织产生依附感，是因为工作内和工作外的因素，如工作环境、社区等形成了

网络，并与员工紧密联系，使之嵌入其中（Crossley，2007）。员工与这一网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联系、匹配与牺牲三个方面：员工与工作或社区的联系、员工和工作或社区的匹配、员工离开工

作或社区将要放弃的东西（Zhang等，2021）。长期以来，就员工为何继续从事原有工作这一问

题，学术界一直在重点探讨工作内部因素的影响（Ng和Feldman，2007）。然而，随着销售模式的

多样化发展，工作的内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员工的离职与留职（Posthuma等，2005；Mallol，
2007），工作外部因素，特别是家庭因素对员工的影响越来越强（Kiazad等，2015）。Wasti（2002）
认为，家庭对于组织的支持是维持员工留职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效果更甚于员工对组织的

承诺。

遵循这一思路，Ramesh和Gelfand（2010）将工作嵌入扩展至家庭嵌入，家庭嵌入体现的是

配偶、子女或父母等家庭成员对员工工作的支持程度，有助于员工继续从事原有工作（Kiazad
等，2015）。就微商而言，从家庭嵌入角度探究微商销售活动更贴合实际。一方面，以家庭成员在

微商销售工作中的参与视角。微商的本质是社群经济（朱娟，2015），微商通过移动社交平台进

行自我展示，将观众变成消费者，再把消费者变成销售者（郝妍，2017）。牟宇鹏和吉峰（2017）指
出，微商通过设置参照群体来促进观众购买，而相对于亲朋好友，家庭成员关系更亲密，同时也

更容易发展成为微商参照群体，在现实中也经常出现整个家庭一起从事某品牌产品销售代理

工作的现象。另一方面，以微商工作对家庭生活的干扰视角。移动端的便利虽然使微商不受固

定工作地点的约束，但也使其工作与家庭边界模糊，家庭时间被工作侵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可

能会引发家庭成员不满。因此，从家庭嵌入角度出发，探讨微商家庭成员支持对销售绩效的影

响与现实情况高度契合。

区别于传统电商，微商集消费者与销售者双重身份于一体，利用移动社交软件，在自己的

社交圈内销售产品，并寻找志同道合的代理人员。虽然亲朋好友都处于微商的社交圈中，但关

系最密切、信任程度最高的还是家庭成员。家庭纽带中的社会资本是微商获取更多资源以及理

想销售业绩的重要助力（Halbesleben，2006）。一旦家庭成员认可微商所代理的产品，他们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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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通过社交关系再次将产品推荐给其他人，扩大传播范围，家庭成员将成为新的代理人员，

家庭网络也会衍生出更多潜在客户。显然，微商工作与家庭紧密结合，更有可能创造良好销售

绩效（Ramesh和Gelfand，2010）。Verbeke等（2011）在研究如何选拔成功的销售人员时指出，家

庭状况和生活方式可以影响一个人潜在的销售业绩。微商作为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大量交叉

的职业，家庭环境与工作环境也是紧密相连。因此，家人对微商的认可和支持可以营造良好的

家庭及工作氛围并创造更多销售机会，从而提升销售业绩。鉴于此，本文假设：

H1：微商家庭嵌入程度越高，销售绩效越高。

（二）微商家庭嵌入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销售绩效的影响

角色理论指出，个体需要完成不同角色的期望，当个体难以满足自身所有角色的期望时，

便会导致角色冲突（House，1972）。工作—家庭冲突便是由于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变得不可协

调而产生的角色间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工作角色需求使得员工履行家庭角色变得十分困难

（Ng和Feldman，2012）。在微商工作中，组织对他们的角色期望是销售产品和发展代理人员，因

而微商会倾向于向亲朋好友销售产品并在家庭成员中发展新的代理人员，且移动端的便利性

使得其销售工作不断挤占家庭时间，于是，微商销售工作会频繁介入家庭生活，甚至影响家庭

角色的履行。据此，这可能会引发家庭成员的不满，进而导致微商的情绪耗竭以及销售绩效下

降（Karatepe和Sokmen，2006）。显然，由于微商工作与家庭的高度关联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

为微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工作—家庭冲突是提升微商销售绩效的关键。

微商家庭嵌入对其工作—家庭冲突的化解具有重要作用。家庭嵌入程度较高的员工，家庭

成员也更容易认可其工作，由此员工可投入更多时间完成同样工作，也更容易取得更高绩效

（Hom等，2012），所以，家庭嵌入在化解工作—家庭冲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看，对

于家庭嵌入程度较高的员工，其家庭成员更可能接受和认可这一工作，同时，会较少抱怨由于

工作需求而导致的家庭责任履行缺失。Pratt和Rosa（2003）指出，在网络营销组织中，员工将“家
庭融入工作”的做法可以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社交网络是微商发展的基础，也是招募新代理

人员的主要渠道，而家庭成员则是他们的重点招募对象，因此，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Franco和Gonzalez-Perez（2016）认为，网络化营销组织支持经销商从家庭网络中招募新成员，

鼓励经销商及其家庭成员在身心上进入这种商业模式，以家庭纽带为基础形成新的销售系统。

此种销售系统一旦形成，微商及其家庭成员将为销售产品而共同努力，互相理解与支持，甚至

在价值观念层面趋于一致，如此，工作—家庭冲突也就易于消除。

工作—家庭冲突不仅会对员工心理产生困扰，如工作热情、工作满意度等，还可能会使员

工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精力等资源降低，致使工作绩效下降（Lambert等，2020；Mellor和
Decker，2020）。马红宇等（2016）从组织行为视角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既会造成个体层面的绩

效下降，也会制约组织层面的发展规模。具体就微商而言，如果工作频繁介入到生活中，必将占

据其照顾家庭的时间，从而遭到家庭成员的抱怨，他们将被迫重新思考工作与家庭角色间的时

间、精力等资源分配问题。如果微商不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工作—家庭冲突，家庭成员对微商工

作的不满将有可能蔓延至其所代理的产品，甚至会在社交圈中传播负面消息，由此对微商的人

际关系网络造成负面影响，销售业绩也会随之下滑，同时，微商也很难在家庭关系网络中找到

志同道合的代理人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微商家庭嵌入能够化解工作—家庭冲突，进而提升

销售绩效，鉴于此，本文假设：

H2：微商家庭嵌入通过化解工作—家庭冲突进而提升销售绩效。

（三）微商家庭嵌入通过情感承诺对销售绩效的影响

情感承诺是组织承诺的重要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情感上对组织的认同、忠诚与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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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和Meyer，1990）。情感承诺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倾向，有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的投入程

度，情感承诺水平高的员工会倾向于主动地为组织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刘军等，2019）。情感

承诺表现出的对组织的强烈认同程度，有助于员工销售绩效的提升（Schrock等，2016；李典，

2020），由此我们推断，具有较高情感承诺水平的微商会为工作投入更多努力。但目前微商情感

承诺水平偏低的现象相当普遍，组织层面的情感承诺缺乏已成为限制微商取得更高绩效的重

要原因。具体来看，微商兼具消费者与销售者两种身份，他们既是公司产品的使用者，也为公司

销售产品，对产品具有情感倾向，但微商对于产品的情感往往并不能转换成对岗位及组织的情

感依附。因此，在组织层面考虑情感承诺对微商销售绩效的影响十分必要。

微商家庭嵌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情感承诺水平，来自非正式工作方面的家庭支持有助

于强化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Balmforth和Gardner，2006；Wayne等，2006）。Rothbard等（2005）
认为，个体在某一角色中的高收益可能通过积极情感与个体在其他角色中的投入间接相连。换

言之，员工在家庭中所获得的积极情绪能提升其在工作系统中的绩效水平。具体来看，和谐的

家庭氛围能促使员工在工作中保持良好心情；情绪低落时家人的鼓励和安慰能促进员工重新

激发工作热情等。微商是一份需要大量占据日常生活时间的工作，工作环境往往处在家庭环境

中，如果工作被家人认可、接受和支持，则微商的工作热情将会提高，对公司的情感承诺也会提

高。而情感承诺作为一种高阶承诺，具有情感成分，可有效增强工作动机，从而促使员工取得更

高工作绩效。相对于其他组织与工作上的承诺，情感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大（Schoemmel
和Jønsson，2014）。Hunter和Thatcher（2007）认为，当员工具有较高的情感承诺时，他们能有效地

将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换言之，即使工作对员工的要求过高，这些具有高水平情感承诺的员

工也仍然有极大可能取得良好业绩。具体到销售领域，Schrock等（2016）指出，在对销售组织的

承诺维度中，情感承诺对销售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网络化营销组织中，情感承诺反映

了成员的情感依恋和同，这可以使得销售人员更加努力并招募更多员工（Pratt和Rosa，2003）。
由此推断，如果微商对所在公司具有较高的情感依附水平，他们会有更强大的动力销售产品，

同时，也会邀请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销售队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微商家庭嵌入能提高

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进而提升销售绩效，鉴于此，本文假设：

H3：微商家庭嵌入通过提高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进而提升销售绩效。

（四）微商家庭嵌入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对销售绩效的影响

在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作用过程中，工作—家庭冲突与情感承诺共同发挥作用。一

方面，情感承诺是个体在情感上对组织的认同、忠诚与投入程度，作为一种具有情感成分的高

阶承诺，可以有效强化工作动机，从而促使员工取得更高绩效水平。另一方面，工作—家庭冲突

对员工情感承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张伶和张大伟，2006；Nelson，2012；Lambert等，2020），家
庭嵌入体现了家庭对员工工作的支持，它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化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家庭

对工作的促进，降低了员工为解决冲突而导致的资源消耗，从而可以投入更多的生理与心理资

源，获得更好的工作表现，缩短与组织的心理距离，提高情感承诺（Wayne等，2006；付竞瑶等，

2020）。因此，工作—家庭冲突的化解需与情感承诺水平的提高相结合，通过心理层面的强化促

进微商销售绩效的提升。具体到销售工作，Pratt和Rosa（2003）认为，加入网络营销组织将可能

引起工作—家庭冲突，这不利于形成他们的承诺。微商的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大量交织，工作—
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必将普遍存在。如果微商因工作占用家庭生活时间而引起家

人不满，则其在社交圈中推广产品时，很容易遭到家人反对，甚至引起家庭不和。如此，微商很

难对公司产生情感上的认可及依附，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的负向影响由此形成。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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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我们认为工作—家庭冲突与情感承诺在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

作用，鉴于此，本文假设：

H4：微商家庭嵌入间接有序地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提升销售绩效。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家庭嵌入
 销售绩效
•销售额
•代理人数

工作—家庭冲突 情感承诺
H4

H1

H
3

H
3 H

2H
2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确保问卷的合理性，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根据1位微商、2位管理学博士就问卷表述提

出的修改意见，对问卷进行适当修改。通过委托6位课题组成员向各自社交圈中的微商发放问

卷以进行小样本预测试，共回收有效问卷71份。信度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的

克隆巴赫系数（α系数）分别为0.815和0.709，家庭嵌入的克隆巴赫系数（α系数）为0.686，也接近

0.7。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21，Bartlett球形检验P值小于0.001，在最大方差旋

转的情况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3个有效因子，累计解释56.012%的方差变异，在旋转

成分矩阵中，按照因子荷载小于0.4不显示的标准，家庭嵌入、工作—家庭冲突及情感承诺正好

聚集在3个因子上，符合预期。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嵌入、情感

承诺之间负相关，其余为正相关。数据前测结果均符合要求。问卷的正式发放与回收通过委托

权威的第三方数据调研平台进行，调研活动从2019年5月初开始，到8月底结束。调研平台在数

据调研过程中通过限定被试、设置陷阱题项等方式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问卷正式发放结束后

共收回问卷315份，在剔除内容雷同、数据缺失等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01份，问卷有效

率达95.6%。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特征

特征 分类 样本量 占比 特征 分类 样本量 占比

性别
男 142 47.176%

从事微商时间

不到1年 37 12.292%
女 159 52.824% 2至3年 224 74.419%

年龄
20至29岁 116 38.538% 4至6年 38 12.625%
30至39岁 166 55.150% 7年及以上 2 0.664%
40岁及以上 19 6.312%

家中孩子数量
0 63 20.930%

婚姻状况
未婚 45 14.950% 1 220 73.090%
已婚 256 85.050% 2个及以上 18 5.980%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均是借鉴国内外广泛使用的代表性量表，且结合微商实践加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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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修改使之更为符合实际。问卷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由“1”至“5”递增，代表由“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进行测量。

家庭嵌入。借鉴Ramesh和Gelfand（2010）以及Hom等（2012）的研究，共设计3个测量指标。

工作—家庭冲突。借鉴Greenhaus和Beutell（1985）与Netemeyer等（1996）的研究，共设计

5个测量指标。

情感承诺。借鉴Allen和Meyer（1990）以及Vandenberghe等（2004）的研究，共设计5个测量

指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情感承诺代表着一种情感依附状态，由于微商具有消费者与销售者

的双重身份，本研究并不想将顾客对产品的情感依附与员工对公司的情感依附混淆。因此，本

文是从组织层面测量微商情感承诺，反映的是微商对公司的情感依附水平。

销售绩效。参考Grayson（2007）的研究，使用客观数值对销售额与代理人数这两个销售绩

效的具体维度进行测量，由受访者直接填写，其中，销售额指一位微商在近6个月内，平均每个

月的销售金额，代理人数指一位微商在近6个月内，平均每个月成功招募的新下线代理人数。由

于销售额、代理人数这两个变量的取值非常大，尤其是销售额，常常多至上万，与其余变量之间

存在明显的数值差异。对此，本研究参考伍德里奇（2003）的观点，对销售额、代理人数的原始数

据进行对数处理，以此降低正数变量的异方差及偏态性，缩小变量取值范围，缓解因变量对自

变量的异常（极端）观测情况。对数处理已经成为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常用的测量标准不同数据

的处理办法。例如，在一项实证研究中，蔡栋梁等（2018）就对所在地区人口数量、人均GDP及平

均工资进行对数处理后，纳入回归模型。

控制变量。借鉴Jennings和Mcdougald（2007）以及Powell和Greenhaus（2010）的研究，并结

合实际，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中孩子数量、从事微商时间5个样本特征设置为控制变量，

其中，性别、年龄为个体层面变量，婚姻状况、家中孩子数量为家庭层面变量，从事微商时间为

工作层面变量。

四、  数据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运用Amos21软件对家庭嵌入、工作—家庭冲突、情感承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如表2所示。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临界要求，拟合结果较好；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
t值均大于1.96，表明样本数据和测量指标确实属于相应变量。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与真实，本研究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通过克隆巴赫系数

（α系数）和组合信度系数（CR系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工作—家庭冲突、情感承诺这两

个变量的α系数及CR值均大于0.8，家庭嵌入的α系数与CR值大于0.7，说明问卷整体一致性较

高，信度较好。效度包括判别效度和聚合效度两种类型。如表3所示，任一变量与其他各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该变量平均提炼方差的算术平方根，判别效度通过检验；所有变量的平均提

炼方差都大于0.500这一临界值，符合聚合效度检验标准。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家庭嵌

入与销售额（r=0.139，p<0.05）、情感承诺（r=0.518，p<0.01）均显著正相关；家庭嵌入与工作—
家庭冲突（r=−0.208，p<0.01）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与情感承诺（r=−0.316，p<0.01）显著

负相关；情感承诺与销售额（r=0.183，p<0.01）、代理人数（r=0.233，p<0.01）均显著负相关。

（三）微商家庭嵌入与销售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为检验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本文在引入控制变量基础上，构建只有自变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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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的主效应模型，检验自变量家庭嵌入对因变量销售额和代理人数的影响。检验结果如

表4所示，基于主要变量之间路径影响关系的拟合指数均达到临界要求，表明本模型与数据之

间具有高度匹配性。进一步，家庭嵌入对销售额（β=0.142，p<0.05）与代理人数（β=0.149，
p<0.05）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

（四）完整模型的结构方程分析

本文在验证家庭嵌入对销售额和代理人数主效应均显著的基础上，加入连续中介变量工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t值 参考文献

家庭嵌入
我的家庭成员以我从事微商工作而感到自豪 0.792 14.015 Ramesh和

Gelfand（2010）；
Hom等（2012）

我的同事对我的家庭成员非常了解 0.655 11.285
如果我离开微商工作，将会伤害家庭成员的感情 0.674 11.650

工作—
家庭冲突

我的工作妨碍了我的家庭生活 0.756 14.516

Greenhaus和
Beutell（1985）；
Netemeyer等（1996）

我的工作时间安排使家庭职责的履行变得很困难 0.789 15.703
我在家里做不了一般的家庭事务，因为工作占据了
我的额外时间 0.759 14.875

我的工作有压力，这使得我很难真正地履行家庭
职责 0.815 16.463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得不经常修改家庭活动计划 0.763 14.706

情感承诺

这家公司真正地激励我实现最好的结果 0.614 11.143

Allen和
Meyer（1990）；
Vandenberghe等
（2004）

对我而言，为这家公司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0.782 14.691
我非常高兴，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选择了这家公
司，而不是其他公司 0.789 14.911

我对上线的忠诚激励着我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 0.722 13.723
因为我梦想着攀登到金字塔的顶端，所以我会努力
使得这家公司更成功 0.713 13.487

销售绩效
销售额 Grayson（2007）
代理人数

控制变量

性别
Jennings和
Mcdougald（2007）；
Powell和
Greenhaus（2010）

年龄
婚姻状况
家中孩子数量
从事微商时间

拟合指数 χ2 /df =1.743，GFI =0.949，IFI=0.973，CFI=0.973，RMSEA =0.050，SRMR =0.049

表 3    相关分析结果

α系数 CR值 家庭
嵌入

工作—
家庭冲突

情感
承诺

销售额
代理
人数

性别 年龄
婚姻
状况

家中孩
子数量

从事微
商时间

家庭嵌入 0.744 0.751 0.504
工作—
家庭冲突 0.880 0.884 −0.208** 0.603

情感承诺 0.840 0.847 0.518** −0.316** 0.528
销售额 0.139* −0.035 0.183** −
代理人数 0.107 −0.035 0.233** 0.185** −
性别 −0.004 −0.190** 0.105 −0.109 −0.063 −
年龄 −0.027 −0.018 −0.044 0.152** −0.070 −0.088 −
婚姻状况 0.088 −0.119* 0.008 0.126* −0.071 0.126* 0.389** −
家中孩子数量 0.112 −0.075 0.076 0.194** −0.031 0.037 0.439** 0.680** −
从事微商时间 0.213** −0.040 0.174** 0.151** 0.034 −0.097 0.007 0.013 0.086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对角线上加粗的数据为平均提炼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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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庭冲突与情感承诺，检验图1中所有路径的标准化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基于主要变量

之间路径影响关系的拟合指数均达到临界要求，表明本模型与数据之间具有高度匹配性。进一

步，家庭嵌入对工作—家庭冲突（β=−0.271，p<0.001）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情感承诺（β=0.610，
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承诺（β=−0.199，p<0.01）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情感承诺对销售额（β=0.224，p<0.05）和代理人数（β=0.343，p<0.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工作—家庭冲突对销售额（β=0.034，p>0.05）和代理人数（β=0.040，p>0.05）、家庭嵌入对销售额

（β=−0.019，p>0.05）和代理人数（β=−0.095，p>0.05）的影响均不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庭

嵌入对销售额和代理人数的主效应显著，但加入中介变量后，影响关系则不显著，这初步支持

本模型中可能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表 5    完整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主变量

家庭嵌入→工作—家庭冲突 −0.271*** −3.776
家庭嵌入→情感承诺 0.610*** 7.119
工作—家庭冲突→情感承诺 −0.199** −3.218
工作—家庭冲突→销售额 0.034 0.526
工作—家庭冲突→代理人数 0.040 0.620
情感承诺→销售额 0.224* 2.308
情感承诺→代理人数 0.343*** 3.401
家庭嵌入→销售额 −0.019 −0.203
家庭嵌入→代理人数 −0.095 −0.971

控制变量

性别→销售额 −0.114* −2.075
年龄→销售额 0.088 1.43
婚姻状况→销售额 0.021 0.281
家中孩子数量→销售额 0.124 1.592
从事微商时间→销售额 0.098 1.775
性别→代理人数 −0.085 −1.535
年龄→代理人数 −0.053 −0.854
婚姻状况→代理人数 −0.043 −0.567
家中孩子数量→代理人数 0.010 0.132
从事微商时间→代理人数 −0.011 −0.194

拟合指数 χ2 /df =1.667，GFI =0.921，IFI=0.949，CFI=0.948，RMSEA =0.047，SRMR =0.065
 

表 4    主效应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假设检验

主变量
家庭嵌入→销售额 0.142* 2.078 H1成立
家庭嵌入→代理人数 0.149* 2.136

控制变量

性别→销售额 −0.098 −1.755 −
年龄→销售额 0.082 1.31 −
婚姻状况→销售额 −0.002 −0.025 −
家中孩子数量→销售额 0.14 1.781 −
从事微商时间→销售额 0.103 1.853 −
性别→代理人数 −0.06 −1.059 −
年龄→代理人数 −0.061 −0.957 −
婚姻状况→代理人数 −0.075 −0.959 −
家中孩子数量→代理人数 0.033 0.417 −
从事微商时间→代理人数 −0.002 −0.031 −

拟合指数 χ2 /df =2.494，GFI =0.960，IFI=0.928，CFI=0.926，RMSEA =0.071，SRMR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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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Preacher和Hayes（2004）以及Zhao等（2010）提出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使用软件为SPSS Statistics 21.0（须安装 PROCESS 插件），按照陈瑞等（2013）设计的步骤进

行操作，抽样设定为5 000次，置信度为95%，同时，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中孩子数量、从事

微商时间设置为控制变量。具体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内容 路径关系 效应系数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以销售额为因变量的
中介效应检验

MED1a= X→M1→Y1 −0.008 −0.068 0.051
MED2a= X→M2→Y1 0.162 0.023 0.338
MED3a=
X→M1→M2→Y1 0.015 0.003 0.044

以代理人数为因变量的
中介效应检验

MED1b= X→M1→Y2 −0.006 −0.051 0.032
MED2b= X→M2→Y2 0.180 0.075 0.324
MED3b=
X→M1→M2→Y2 0.017 0.005 0.045

控制中介变量后的
直接影响检验

X→Y1（控制M1和M2） 0.046 −0.222 0.314
X→Y2（控制M1和M2） −0.027 −0.223 0.169

对比中介效应检验 MED3a-MED2a −0.146 −0.320 −0.022
MED3b-MED2b −0.163 −0.306 −0.066

　　注：X=家庭嵌入；M1=工作—家庭冲突；M2=情感承诺；Y1=销售额；Y2=代理人数。
 
 

在以家庭嵌入为自变量、销售额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中，MED1a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β=−0.008，95%置信区间=[−0.068，0.051]，包含0），即：工作—家庭冲突在家庭嵌入影响销售额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MED2a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62，95%置信区间=[0.023，0.338]，不
包含0），即：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销售额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MED3a的中介效应显著

（β=0.015，95%置信区间=[0.003，0.044]，不包含0），即：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

影响销售额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在以家庭嵌入为自变量、代理人数为因变量的中介效

应检验中，MED1b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06，95%置信区间=[−0.051，0.032]，包含0），即：工

作—家庭冲突在家庭嵌入影响代理人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MED2b的中介效应显著

（β=0.180，95%置信区间=[0.075，0.324]，不包含0），即：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代理人数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显著；MED3b的中介效应显著（β=0.017，95%置信区间=[0.005，0.045]，不包含

0），即：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代理人数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综

合上述，H2未得到验证，H3、H4得到验证。

在验证中介效应显著的基础上，继而控制中介变量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此时，家

庭嵌入对销售额的影响不显著（β=0.046，95%置信区间=[−0.222，0.314]，包含0），说明工作—家

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销售额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家庭嵌入对代理人数

的影响不显著（β=−0.027，95%置信区间=[−0.223，0.169]，包含0），说明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

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代理人数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这两个结论与前文路径分析的结

果吻合。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对比发现：在以家庭嵌入为自变量、销售额为因变量的影响关系中，有

MED2a和MED3a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两者效应之差显著（MED3a-MED2a=−0.146，
95%置信区间=[−0.320，−0.022]，不包含0），即：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效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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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在以家庭嵌入为自变量、代理人数为因变量的影响关系中，有

MED2b和MED3b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两者效应之差显著（MED3b-MED2b=−0.163，
95%置信区间=[−0.306，−0.066]，不包含0），即：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效应弱

于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微商家庭嵌入可以提升销售绩效。家庭嵌入表现出家庭成员对微商工作的支持程度

（Kiazad等，2015）。从本文使用的家庭嵌入量表以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对微商

工作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情感上的赞许，还表现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程度。甚至，如

果微商离开工作岗位，还会伤害家人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力量将会阻止微商离职，并营

造良好家庭氛围。更为重要的是，高家庭嵌入程度意味着可以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取更多社会资

本（Hobfoll，2001），在微商情境中，家人成为目标客户以及新的代理人员后，家人的朋友往往

也会受到吸引，由此带来更高销售业绩。

第二，微商家庭嵌入能提高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进而提升销售绩效。如引言所述，微商

销售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微商对所代理产品的喜好并不能上升为对工作岗位及

组织的热爱，由此容易引发离职等问题，最终影响销售业绩。在本研究模型中，情感承诺是一个

组织层面的变量（Allen和Meyer，1990），情感承诺水平的提高可以极大地提升销售业绩

（Pratt和Rosa，2003；Schrock等，2016）。H3的成立，说明家庭成员的支持，可以将微商对产品的

情感依附上升到组织层面，使得微商在喜爱产品的同时，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及组织。这一结

论为提高微商在组织层面的依附程度提供全新思路。

第三，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在微商家庭嵌入与销售绩效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即：微商家庭嵌入可以化解工作—家庭冲突，进而提高其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最终提升销

售绩效。这一结论表明：在微商情境下，家庭嵌入可以通过化解工作—家庭冲突，进而提高情感

承诺水平，最终提升销售绩效。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H2不成立的原因，即：工作—家庭

冲突对销售绩效的影响需要通过情感承诺间接实现。

第四，微商家庭嵌入对销售绩效的影响不能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实现。这一结论并不意味

着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不重要，只是说明家庭嵌入并不能仅仅通过工作—家庭冲突这个单

一变量影响销售绩效。从全模型路径分析的结果来看，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

主要是因为：工作—家庭冲突对销售额、代理人数这两条路径不显著。虽然工作—家庭冲突对

销售额与代理人数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仍然可以通过情感承诺来间接影响销售额与代理人

数。换言之，工作—家庭冲突对销售绩效的影响完全被“工作—家庭冲突—情感承诺—销售绩

效”的间接作用所主导，因而“工作—家庭冲突—销售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此外，如前文所

述，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往往最先作用于家庭层面，进而影响员工个体，最终上升到工作层

面，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都显著（张勉，2019）。因此，工作—
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需要一个间接的传导过程，这在以往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Kong（2013）和Liu等（2015）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冲击工作业绩的原因在于情绪的低落，在这

里，“情绪”连接了工作—家庭冲突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情感承诺则正好承担起

了这一“桥梁”连接作用，使得工作—家庭冲突可以间接影响销售绩效，一方面，这凸显出微商

情感承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微商管理者来说，由于公司很难直接介入微商家庭，所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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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庭冲突往往难以被化解，但公司却可以通过微商提高情感承诺的方式，来抑制工作—家

庭冲突对销售绩效的间接冲击。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具有如下借鉴意义：

第一，应从家庭因素出发努力提升微商对销售岗位及公司的依附程度，进而改善销售绩

效。微商的工作与家庭紧密相连，本研究证实微商家庭嵌入可以显著提升销售绩效。因此，公司

微商管理者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家庭成员对微商工作的支持度，以充分发挥微商家庭嵌入对

销售绩效的驱动效应。例如，向微商家人详细介绍工作的未来前景，解答家庭成员关于微商职

业的各种疑惑，并以可视化方式展现微商工作环境、上升通道与职业认可等，以帮助微商最大

可能地争取家人理解。鼓励微商适时将自己所代理的产品介绍给家庭成员，尤其注重产品价值

观念的推广，使得家庭成员更加认可微商工作。如果家庭成员喜欢产品并认可其价值观念，继

而可以鼓励、欢迎他们也从事微商工作，从而在销售业绩提升上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第二，应最大限度地强化微商的组织观念，提高他们对公司的情感依附水平。微商家庭嵌

入可通过提高其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提高销售绩效，并且，这一作用强于家庭嵌入通过工作—
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对销售绩效的提升。为此，公司微商管理者应该最大限度地激

发微商情感承诺，努力搭建好这一关键“桥梁”，充分发挥情感承诺的作用。一方面，组织可以向

微商描绘好事业发展与晋升的路线图，大力宣传典型人物，激励微商通过努力实现想要的结

果，让他们感知到自己的工作选择最有价值，永不后悔。为微商量身打造合理化工作目标，引导

他们为目标努力工作，并在目标实现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助推，让微商感知到公司确实向每

一位员工负责。另一方面，公司微商管理者也要在团队组建过程中，传承微商文化，并以身说

法，关心、爱护他们，使微商感受到管理者的特别用心，从而激发情感承诺。

第三，公司领导者应统筹兼顾微商家庭层面与组织层面的关系，引导微商化解工作—家庭

冲突，进而激发情感承诺。鉴于化解工作—家庭冲突是提高情感承诺的重要手段，公司微商管

理者还应该立足于打造微商工作—家庭冲突和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传导链，以努力提升销售

绩效。考虑到家庭嵌入因素，领导者对微商不应仅仅只有绩效任务的下达，还应该了解家庭成

员情况，如构成、消费习惯及理念等，有针对性地吸引他们参与到工作之中。对于较好地完成任

务的微商，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福利或奖励，突出家庭共享特点，以化解他们在工作和家庭角色

履行方面的冲突，提高情感承诺水平，从而提升销售绩效。当然，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

由于工作繁忙，挤占家庭时间的现象，确实在微商群体中较为普遍，因此，微商管理者还要倡导

家庭与生活相平衡的生活方式，注重将工作计划、家庭生活与公司长期目标相结合，让微商真

切体会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共生，激发情感承诺，从而实现提升销售绩效的目标。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截面问卷调研方式收集数据，尽管通过Harman单
因子检验，但在未来仍应尽可能避免同源偏差影响，可采用配对问卷、网络爬虫等方式采集数

据。第二，本研究中的工作—家庭冲突，是指由于工作需要而使微商难以履行家庭角色的冲突，

但反过来，微商在履行家庭角色的同时是否会影响到工作，也有待进一步探究。第三，本研究探

索了情感承诺在家庭嵌入影响销售绩效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涉及同为组织承诺维度的

规范承诺与持续承诺，而未来可以深入探讨它们的相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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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mobile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the micro

business industry based on the mobile social platform to carry out product sales activities is booming.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icro business management, many micro businesses are difficult to engage

in  sales  agency work for  a  long time,  and sales  performance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lack of

attachment to the company and sales positions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micro

busines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main line of job embeddedness influencing work performance, this

paper fully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chat business, deduces the important dimension expansion

of family embeddedness 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Wechat business group, and introduces the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of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influencing sales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draws lessons from the mature scal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akes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two doctors of
management and a Wechat businessman who has been engaged in business for many years. The small
sample test shows that the questionnaire is reliable. A total of 301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data survey platfor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ath analysis and bootstrap method a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can improve sales
performance. Second,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can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n improve sales performance. Third,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and sales
performance,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can resolve work-to-family conflict, improve the
emo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ultimately improve sales performanc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Wechat busines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arting from
the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deduces the dimension of family embeddedness 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Wechat business group, and then discusses its impact on sales performance, which enrich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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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research of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mension expansion. Second,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micro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on sales performa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wo mediating variables of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analyze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and sales performance,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influencing sales performance. Third, it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sales management. A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can reveal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job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i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micro business sales management to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 on sales
performance, so a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sales manage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Wechat  business; family  embeddedness; work-to-family  conflict; emotional
commitment; sale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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